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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下的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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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如何正确引导 GHG 排放的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下导向性技术创新，以实现长期的绿

色增长这一问题，基于 DICE 模型，重构导向性技术创新不同的动力要素及其与气候变化之间

的内生关系，建立了可体现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非线性最优控制模

型． 数值仿真结果显示: 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不容小觑;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社会生

产力强劲但存在气候环境恶化风险，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气候反馈经济损失小但

存在增长动力匮乏风险，二者虽均可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但中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会更稳

妥;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人均消费变化率在短期内会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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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1］． 我国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推行绿色增长改革是积极应对这一

挑战的责任担当，更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发

展的内在要求． 一直以来，我国在推动绿色增长改

革的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瓶颈在于如何在减

缓气候环境恶化的同时创造新的增长动力． 目前，

被政府、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绿

色 技 术 创 新 是 实 现 长 期 的 绿 色 增 长 的 根 本 动

力［2 － 3］． 然而，中央计划者在设计和实施可行的绿

色增长政策时，并不能如愿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的展开，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绿色增长政策可能对

社会创新者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和收益产生

不同影响［4 － 5］，进而衍生了旨在提高社会生产的

生产技术创新和试图减少 GHG( greenhouse gas)

排放的减排技术创新，即导向性技术创新． 事实

上，任一绝对性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均会引发不

同的增长风险． 因此，中央计划者如何正确引导导

向性技术创新对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是个重要的

管理问题．
气候变化是个复杂的、多领域交叉的问题，气

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 IAM) 是研究气候变化问题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6］． 在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方

面，IAM 通常通过气候变化的减排成本函数和经

济损失函数来计算最优的减排成本路径［7］． 当

前，最 具 代 表 性 的 IAM 是 Nordhaus［8］ 开 发 的

DICE 模型，它集成了 Ｒamsey 最优经济增长模型

和简单的气候模块，其区域版本是 ＲICE 模型［9］．
模型结构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是用于计算经济

增长路径及经济活动导致碳排放的经济模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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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计算 GHG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气候模块以及通

过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计算和减排措施的成本效

益计算来连接二者的耦合模块． 一些学者根据研

究问题的需要在 DICE 模型框架下进行探究． 关

于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有，

Greaves［10］考虑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生产力、资本

和市场损失，基于 DICE 模型对利用可再生能源

实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消费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Zaddach［11］考虑了经济增长中消费者主权因子的

跨期递减效应，基于 DICE 模型对气候变化探析

经济反馈作用的评估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制

定． 事实上，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研究，均证实了损

失函数引入的必要性，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

损失是其根本属性． Lschel 和 Schymura［12］在经

济增长与气候变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总结中，提出

已有研究对损失函数的考察明显不足． 可见，气候

模块与经济模块二者间的耦合模块是研究气候变

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但以上研究的损失函数仅能

反映静态的损失，难以刻画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

持续的动态影响．
不同于原有“GDP 或社会福利”主导的经济

增长理论，绿色增长是由 ESCAP［13］、OECD［14］等

提出的可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增长路径，更强调

经济、环境、社会的“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

续性”． 当前，主流的绿色增长研究均是在 Ｒamsey
模型框架下进行拓展的． 由此可见，绿色增长研究

与 DICE 模型有共同的理论源流，加之二者具有

全球性、长期性的共同属性和自顶向下的相同视

角，为基于 DICE 模型来探究气候变化下绿色增

长的最优路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

探究这一问题仍需克服两个难点: 其一，绿色增长

下导向性技术创新不同动力要素与气候变化之间

的关系应如何内生于 DICE 模型． 关于导向性技

术创新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引导因素及其会对长期

的经济增长带来何种影响，提出导向性技术创新

分类［15］基础上，通过环境政策引导其发展方向可

提高经济增长水平［16］，但这种引导需考虑国家发

展阶段［17 － 18］和环境政策实施、执行的力度［19］等

因素． 关于未进行区分的技术创新与气候变化之

间的关系研究集中于技术创新对气候反馈经济损

失的影响，主要将减排成本［20］、损失函数［21］和技

术创新［22］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最优增长模型中，发

现技术创新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能维持经济增

长． 其二，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

续性”对 DICE 模型构建与求解提出了更高要求．
已有文献主要是尝试性地对绿色增长的不同要素

建立程式化的目标和可能性约束． 于渤等［23］、许

士春 等［24］、闫 晓 霞 等［25］、石 莹 等［26］、Quaas 和

Smulders［27］在效用函数和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中引入了自然资本． 似于以上研究，Ｒauscher［28］将

最优增长模型中的资本用于棕色技术创新投资和

绿色技术创新投资并进行量化． Moser 等［29］采用

复合效用函数对绿色增长目标进行量化． 周晶淼

等［30］在 Ｒauscher［28］ 和 Moser 等［29］ 的 研 究 基 础

上，建立了导向性技术创新与环境政策的内生增

长模型来探析绿色增长目标的实现．
综上，绿色增长下基于 DICE 模型的导向性

技术创新选择问题，需融合绿色增长目标、约束重

构 DICE 模型，希冀通过新建模型的思想实验得

到有价值的政策洞见． 新建模型以“中央计划者”
自顶向下的研究视角，通过常弹性的 Cobb-Doug-
las 生产函数确保长期的稳态存在，在不考虑劳动

力跨期更替的前提下，作出如下三个创新点: 一

是，建立区间形式的导向参数来重新量化导向性

技术 创 新 的 不 同 动 力 要 素． 参 考 Smulders 和

Werf［15］但不同于其棕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创

新的绝对区分，本文模型采用 ε ∈ ( 0，1． 000) 表

示导向参数，ε ∈ ( 0，0． 500) 表示偏于生产的绿

色技术创新导向; ε ∈ ( 0． 500，1． 000) 表示偏于

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 ε = 0． 500 表示中性的

绿色技术创新导向，即对于生产技术创新和减排

技术创新的比重相同． 二是，建立导向性技术创新

的不同动力要素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内生化形

式． 在减排技术创新与 GHG 排放及其效应———气

温变化之间建立内生关系函数，再将基于气温变

化的损失函数内生于有生产技术创新的生产函数

中． 不同于 DICE 模型中生产技术创新是 Hicks 中

性技术进步，本文模型采用与规模经济效应递减

这一 实 际 情 况 符 合 更 好 的 Solow 中 性 技 术 进

步［31］． 三是，建立符合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

性”和“可持续性”的目标函数和可能性约束． 充

分考虑社会生产、资本分配、导向性技术创新和气

候变化等模块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设计符合绿

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初始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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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条件． 不同于 DICE 模型中对数化人均消费

表征的效用函数是相对风险回避系数等于 1 的特

殊情况，本文模型绿色增长目标函数中相对风险

回避系数大于 0 的效用函数更具一般性．
模型分析框架，见图 1，主要有 4 个模块: 1 )

社会生产: 以生产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存量为

投入要素． 生产技术创新在促进社会生产增长

率完成社会生产的同时会引起 GHG 排放，进而

导致气温升高，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以损失函

数的形式体现于社会生产中． 2 ) 资本分配: 社会

生产资本用于人均消费、资本再积累、GHG 治理

和技术创新投资上，其中社会福利以社会消费

表现，GHG 治理成本与中央计划者的 GHG 治理

力度有关，技术创新投资成本与中央计划者的

技术创新投资力度有关． 3 ) 导向性技术创新: 技

术创新投资力度决定着技术创新水平，社会创

新者进行生产技术创新还是减排技术创新受中

央计划者关于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导向参数的直

接影响． 由于减排技术创新不参与社会生产，会

间接占用社会生产资本空间． 4 ) 气候变化: 气候

变化可看作是 GHG 排放引起 GHG 浓度增加导

致气温无法再自修复能力下维持，进而不断升

高的过程，其中 GHG 浓度除了自吸收能力作用

以外，还受不同 GHG 治理力度下社会生产资本

形成和减排技术创新作用下 GHG 排放强度变

化的影响．

图 1 绿色增长下基于 DICE 模型的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的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election of direc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DIC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growth

1 模型建立

1． 1 目标函数

社会 福 利 关 于 社 会 消 费 的 效 用 函 数

U( C( t) ，L( t) ) 最大化，其中人均消费 C( t) 和人

口数量 L( t) 为自变量，人口数量 L( t) 具有跨期替

代弹性不变的特性． 对任意变量 y ( t) 和 y·( t) =
dy
dt ，则有( 为便于表达省去时间 t)

U = C1－r

1 － rL

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是关于人均消费 C
和人口数量 L 的瞬时效用贴现值总量最大化，有

max ∫
!

0
e － ( ρ－n) tL0

C1－r

1 － rdt

其中 n 为人口增长率，n ∈ ( 0，1． 000) ; ρ 为人均

消费主观时间的贴现率; r 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

r ＞ 0; L0为人口数量初始值．
1． 2 约束

1) 社会生产 参考 Ｒepetto 和 Easton［32］研究

成果，引入气温 τ 变化表征的损失函数 ( τ) ; 同

时，在资本积累存量 K 的规模经济效应递减的假

设下，采用 Solow 中性技术进步的生产技术创新 A
与资本积累存量 K 之间具有有限的替代性． 于

是，内生化生产技术创新 A 的社会生产增长率

μ( A) 、损失函数 ( τ) 共同作用于资本积累存量

K 的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有

Y = μ( A) ( τ) Kα

( τ) = ( χ1 ( τ － τ0 ) 2 + 1) －ψ

其中 Y 为社会生产资本; ( τ) 为损失函数; χ1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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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影响社会生产的线性系数，χ1 ＞ 0 ; ψ 为气

温影响社会生产的双曲衰退率，ψ ＞ 0 ; μ( A) 为

社会生产增长率，μ( A) = Aχ2 ，这里 χ2 为生产技

术创新影响 社 会 生 产 的 衰 退 率，χ2 ＞ 0 ，参 考

Moon 和 Sonn［33］的参数取值 χ2 = 1 ; K 为资本积

累存量; α 为资本积累生产弹性．
2) 资本分配 社会生产资本 Y 用于人均消

费 C、资本积累存量 K、GHG 治理成本 c1 ( b) Y 和

技术创新投资成本 c1 ( I) Y，关于资本积累存量 K
的动态方程有

K· = Y － C － ( δ + n) K － c1 ( b) Y － c1 ( I) Y
其中 δ 为资本折旧率，δ ∈ ( 0，1． 000) ; b 为中央

计划者的 GHG 治理力度，b0 为 GHG 治理力度初

始值，b0 = b( 0) ; I 为中央计划者的技术创新投资

力度，I0为技术创新投资力度初始值，I0 = I ( 0 ) ．
资本积累存量 K 会因资本折旧率 δ 和人口增长率

n 下降． GHG 治理成本 c1 ( b) Y 和技术创新投资

成本 c1 ( I) Y 采用相同的成本函数 c1 (·) ．
3) 导向性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水平 x 的微

分方程为

x· = βI － δ2x
其中 β 为技术创新投资利用率; δ2为技术衰退率．

将导向性技术创新区分为生产技术创新 A
和减排技术创新 E，其中生产技术创新 A 致力于

社会生产增长率 μ ( A) 的提高，减排技术创新 E
关注于 GHG 排放强度 ζ 的下降． 引入中央计划者

关 于 导 向 性 技 术 创 新 的 导 向 参 数 ε ∈ ( 0，

1. 000) ，生产技术创新 A 和减排技术创新 E 关于

技术创新水平 x 的方程组为

A = 1 + εωx
E = 1 + ( 1 － ε) ω{ x

其中 ω 为技术转化率．
4) 气候变化 关于 GHG 浓度 m，由 GHG 治

理力度 b 未作用下社会生产资本 Y 产生的 GHG
排放与内生化减排技术创新 E 的 GHG 排放强度

ζ 共同作用，有

ζ =
ζ0
E

m· = － vm + ( 1 － b) Y
{

ζ
其中 ζ0为 GHG 排放强度初始值，ζ0 = ζ( 0) ; v 为

GHG 浓度自吸收率; m 为 GHG 浓度，m0为其初始

值，m0 = m( 0) ．
气温 τ 由于 GHG 浓度 m 增加而升高，减少

而降低，气温 τ 与损失函数 ( τ) 相联系，有

τ· = － λτ + ηln m
m0

其中 λ 为气温自修复率; η 为气温关于 GHG 浓度的

敏感系数; τ 为气温，τ0为其初始值，τ0 = τ( 0) ．
1． 3 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

采用的效用函数 U ( C，L) 是严格上的凸函

数，满足建立最优控制模型的条件． 为表述简洁，

所有已量化的要素以符号替代． 经简化，建立非线

性最优控制模型有

max
C，b，I

W = max
C，b，I ∫

!

0

e － ( ρ－n) tL0
C1－r

1 － rdt ( 1)

s． t．
K· = Y－C－( δ+n) K－c1( b) Y－c1( I) Y ( 2)

τ· = － λτ + ηln m
m0

( 3)

m· = － vm + ( 1 － b) Yζ ( 4)

x· = βI － δ2x ( 5)

Y = ( 1 + εωx) ( τ) Kα ( 6)

μ = 1 + εωx ( 7)

ζ =
ζ0

1 + ( 1 － ε) ωx
( 8)

( τ) = ( χ1 ( τ － τ0)
2 + 1) －ψ ( 9)

其中 C、b 和 I 为控制变量; K、τ、m 和 x 为状态变量．
为符合绿色增长对 L 的关注，引入 n 保证 L 服从马

尔萨斯模型特性，将目标函数( 1) 采用人均形式的 C
与约束( 2) ～约束( 9) 的 Y、K 建立联系，Y、K 亦建立

在人均形式之上; 而 τ、m、x、μ、 和 ζ 不存在人均形

式，因为它们表示的是某一种状态．
对于 b 和 I，成本函数 c1 (·) 有

c1 ( b) = 0． 01 b
1 － b ( 10)

c1 ( I) = 0． 01 I
1 － I ( 11)

令 λK 、λτ 、λm 和 λx 为 K、τ、m 和 x 的共态变

量( 影子价格) ，建立 Hamilton 函数

H = C1－r

1 － r+λK［Y－C－( δ+n) K－c1( I) Y－c1( b) Y］+

λτ －λτ+ηln m
m( )

0
+λm［－vm + ( 1－b) Yζ］+

λx ( βI － δ2x)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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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极大值原理，最大化条件满足

H
C

= 0C－r － λK = 0 ( 13)

H
b

= 0 － 0． 01
ζ ( 1 － b) 2λK － λm = 0 ( 14)

H
I

= 0 － 0． 01
β ( 1 － I) 2YλK + λx = 0 ( 15)

欧拉方程为

λ·K = － H
K

+ ( ρ － n) λK ( 16)

λ·τ = － H
τ

+ ( ρ － n) λτ ( 17)

λ·m = － H
m

+ ( ρ － n) λm ( 18)

λ·x = － H
x

+ ( ρ － n) λx ( 19)

横截条件为

lim
t→∞

e － ( ρ－n) tλKK = 0 ( 20)

lim
t→∞

e － ( ρ－n) tλττ = 0 ( 21)

lim
t→∞

e － ( ρ－n) tλmm = 0 ( 22)

lim
t→∞

e － ( ρ－n) tλxx = 0 ( 23)

2 模型求解

对任意变量 y 和 y· ，gy = y·

y 为无限时域上稳

态下 y 的变化率． 由式 ( 13 ) ～ 式 ( 19 ) 可得关于

K、τ、m 的共态变量 λK 、λτ 、λm 和 Y 的变化率为

gλK = － rgC ( 24)

gλτ
= gY － rgC + 2gI

I
1 － I ( 25)

gλm = － ge + rgC + 2ga
a

1 － a ( 26)

gY = gμ + αgK － 2ψgτ ( 27)

长期稳态下，Y、K、C 三者变化率相同的均衡

条件体现了绿色增长的“均衡性”． m 变化率为 0

的均衡条件体现了绿色增长的“包容性”，即允许

“适度”的 GHG 排放，但 GHG 浓度的增加不可超

过自吸收能力的控制． 因为 Bréchet 等［34］和 Bond-
arev 等［35］的研究已表明应慎重考虑气候变化对

经济的反馈作用，m 变化率为 0 的设置更趋近于

气候变化的“弱包容性”． τ 变化率为 0 的均衡条

件体现了绿色增长的“可持续性”，即长期多代下

气温是不允许升高的，因为气温的持续升高极有

可能跨越人类生存的危机临界点而引发不可逆的

负面效应． 于是，均衡条件为

gY = gK = gC ( 28)

gτ = gm = 0 ( 29)

2． 1 GHG 治理力度 b 和技术创新投资力度 I
由式( 7) 和式( 27) ～ 式( 29) 推导可得

gμ = － gζ ( 30)

gb = － 1
2 gI ( 31)

gY = 1
1 － α

gμ ( 32)

于是，可得关于 b 和 I 的动态方程组为

b· = 1
2 ( 1 － b) ( r － α + 1) gY ( 33)

I· = － 1
2 ( 1 － I) gY ( 34)

求解 b 和 I 的解析解有

b* = ( b0 － 1) e －
gYt( r+α－1)

2 + 1 ( 35)

I* = ( I0 － 1) e
g
Y
t

2 + 1 ( 36)

2． 2 技术创新水平 x、社会生产增长率 μ 和 GHG
排放强度 ζ

由式( 5) 和式( 7) 推导可得 x 的解析解为

x* =
2β( I0 － 1)
gY + 2δ2

e
gYt
2 － β

δ2
gY + 2δ2I0
gY + 2δ2

e－δ2t －[ ]1
( 37)

将式( 37) 代入式( 7 ) 和式( 8 ) 可得内生化 A
的 μ 和内生化 E 的 ζ 的解析解为

μ* = 1 + εωx* = 1 +
2εωβ( I0 － 1)

gY + 2δ2
e
gYt
2 － βεω

δ2
gY + 2δ2 I0
gY + 2δ2

e －δ2t －[ ]1 ( 38)

ζ* =
ζ0

1 + ( 1 － ε) ωx*
=

ζ0

1 +
2( 1 － ε) ωβ( I0 － 1)

gY + 2δ2
e
g
Y
t

2 － β( 1 － ε) ω
δ2

gY + 2δ2 I0
gY + 2δ2

e －δ2t －[ ]1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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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社会生产资本 Y、资本积累存量 K 和人均消

费变化率 gC

由式( 3) 、式( 4) 和式( 29) 可得

m = 1
v ζ( 1 － b) μ( τ0 ) Kα ( 40)

λτ0
η

= ln m
m0

( 41)

结合式( 39) 和式( 40) 求 K 的解析解为

K* = m0ve
λτ0
η

1 + ( 1 － ε) ωx*

( 1 － b* ) ζ0( 1 + εωx*[ ])

1
α

( 42)

由式( 6) ，Y 的解析解为

Y* = m0ve
λτ0
η
1 + ( 1 － ε) ωx*

( 1 － b* ) ζ0
( 43)

由式( 12) 和式( 15) 可得

λ·K = － r C·

C C－r

= ( 1 － c1 ( b) － c1 ( I) ) Y
K

C－r +

0． 01
1 － b

Y
K

C－r + ( ρ + δ) C－r ( 44)

整理式( 44) ，gC的解析解为

gC = C
·

C = α
r 1． 01 － 0． 02

1 － b*
－ 0． 01I*

1 － I( )* ×

μ* K* ( α－1) － ρ + δ
r ( 45)

2． 4 社会生产资本变化率 gY

由式( 6) 中 Y 与 τ 的关系，求解可得 gY关于 τ
的解析解有

gY = ΔYY =
Y( τ) － Y( τ0)

Y( τ0)

= ( χ1 ( τ － τ0)
2 + 1) －ψ － 1 ( 46)

3 数值仿真

3． 1 数据来源

参考已有研究中关键参数的经验值( 见表 1) ．

时间维度上以 t =1 年为单位，对长期的绿色增长中

社会福利、社会生产、资本分配、导向性技术创新和

气候变化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关键要素的一次性变

化对长期的绿色增长的影响，探究中央计划者应如

何引导社会创新者进行导向性技术创新．
表 1 关键参数取值

Tab 1． Volume of the key parameters

目标函数和约束 参数 取值 定义 参考来源

社会福利

n 0． 030 人口增长率 ［36］

ρ 0． 035 人均消费主观时间的贴现率 ［37］
r 2． 500 相对风险回避系数 ［37］
L0 1． 000 人口数量初始值 ［36］

社会生产

α ［0． 180，0． 700］ 资本积累生产弹性 ［38］
χ1 0． 030 气温影响社会生产的线性系数 ［36］

ψ 0． 200 气温影响社会生产的双曲衰退率 ［36］

资本分配

δ 0． 075 资本折旧率 ［34］
b0 30． 500 GHG 治理力度初始值 ［34］
I0 0． 500 技术创新投资力度初始值 ［35］

导向性技术创新

β 0． 700 技术创新投资利用率 ［35］
δ2 0． 100 技术衰退率 ［35］

ω ［0． 050，0． 200］ 技术转化率 ［36］

ε ( 0，1． 004 440) 导向参数 ［35］

气候变化

ζ0 0． 043 3 GHG 排放强度初始值 ［34］

ν 0． 005 GHG 浓度自吸收率 ［34］
m0 1． 000 GHG 浓度初始值 ［36］

λ 0． 110 气温自修复率 ［35］

η 0． 591 气温关于 GHG 浓度的敏感系数 ［34］
τ0 292． 000 气温初始值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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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不同 Δτ 下的社会生产资本变化率 gY

不同的 Δτ ∈［0，8］℃ 下 gY的变化趋势，见

图 2． gY随 Δτ 的升高呈不断下降的态势． 对比本

文与 Bréchet 等［34］、Bondarev 等［35］ 的仿真结果，

由表 2 可知，Bréchet 等［34］外生化技术创新下 Δτ
对 gY的影响是线性的，即 Δτ 每升高 2℃ 时 gY 下

降 2． 23% ; 但 Δτ 对 gY的影响不一定遵循着平稳、
可预见的轨迹，本文仿真结果显示了不同 Δτ 下

gY的变化趋势是非线性的，表明由于温度升高 gY

可急转直下． 对于温度升高对 gY 产生的负面影

响，Bréchet 等［34］的拟合结果过于乐观． 通过校准

Δτ 对 gY的初始影响，仿真结果显示 Δτ 等于 8℃
时 gY 将下降 19． 22%，本文远高于 Bréchet 等［34］

下降 8． 92% 的 拟 合 结 果，但 仍 低 于 Bondarev
等［35］下 降 26． 73% 的 拟 合 结 果，因 为 Bondarev
等［35］还考虑了温度升高时气候灾难发生的大概

率倾向和海平面上升的额外经济损失等． 总之，相

对悲观估量气候对经济的反馈作用能体现绿色增

长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图 2 Δτ 对 gY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Δτ on gY

表 2 Δτ 对 gY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Δτ on gY

Δτ /℃
gY ( % )

本文 Bréchet 等［34］ Bondarev 等［35］

+ 2 － 2． 23 － 2． 23 － 2． 23

+ 4 － 7． 50 － 4． 46 － 8． 36

+ 6 － 13． 57 － 6． 69 － 17． 02

+ 8 － 19． 22 － 8． 92 － 26． 73

3． 3 不同 ω 下的导向性技术创新与资本分配

观察长期的稳态下不同 ω 的绿色增长相关

指标可进一步明晰导向性技术创新内生化的驱动

机制． 对 gY = 0． 005、ε = 0． 500 和其它参数不变时

ω = { 0． 200，0． 100，0． 050} 下导向性技术创新与

资本分配的相关指标进行仿真．
由图 3 和图 4 可知，不同 ω 下 μ 和 ζ 随 t 的

变化趋势是相互对应的，二者模拟至 30 年左右时

出现了极值点，之后 70 年的反向趋势相对平缓．
不难推测，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中 α = 0． 180 下

K 的驱动作用变小，使得 Y 的增长主要依赖于 A
促进的 μ，前期 30 年 μ 随 t 不断上升、ζ 随 t 不断

下降． 不同 ω = { 0． 200，0． 100，0． 050} 下 μ 和 ζ
在变化幅度上显示出一定差异，ω 越高 μ 越大、ζ
越小，由式( 38) 和式( 39) 可知 μ* ∝ω 和 ζ* ∝1 /ω．
这里，采用的 ε = 0． 500 是中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

向，一同考量了 A 和 E，在解决 A 这一奋力促进 Y
增长同时会引发 τ 升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见

3． 2 的仿真结果) ，对 E 相同的重视可保证 GHG
排放的严格控制来降低 ζ．

图 3 不同 ω 下 μ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3． Change pattern of μ over t under different ω

图 4 不同 ω 下 ζ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4． Change pattern of ζ over t under different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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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知，不同 ω = { 0．200，0．100，0．050} 下

的 K 之间不存在差异，这说明 ε = 0． 500 时 K 不受

ω 影响，由式( 42) 可知 ε = 0． 500 时 K* 的解析解

中不含 ω． 不同 ω 下相同的 K 这一结果说明了 A
和 E 之间竞争互补的关系在 ε = 0． 500 时达到了

“平衡状态”． 另一方面，高 ω 下更大 μ 促进更大

规模的 Y 并未得到更高水平的 K，应是中央计划

者追求目标非 K 而是 C 这一决策的结果，Y 在资

本分配中除了必要的 c1 ( b) Y 和 c1 ( I) Y 之外，留

予更多的资本空间用于 C; 这亦从侧面证明了中

央计划者对 K 的淡然态度应来自于 A 的驱动作

用比 K 更强劲这一事实． 对比图 3 图 4 中之后 70
年 μ 和 ζ 相逆于之前 30 年且相对平缓的变化趋

势和图 6 可知，前期 30 年积累一定规模的 K 在

α = 0． 180 下足以应对未来 gY = 0． 005 较低的增

长需求，之后 70 年主要的动力要素重新定位于

K; 除非有进一步提升 gY的要求，否则不会重视 I
的提升，这一点从式( 36) 中 I* ∝gY可得到证实．

图 5 不同 ω 下 K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5． Change pattern of K over t under different ω

图 6 不同 ω 下 I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6． Change pattern of I over t under different ω

需注意的是，DICE 模型对 μ 的设置是固定的

外生化形式，未考虑 μ 与 I 之间的关系，对 μ 的拟

合结果是不断上升的; 本文将 A 内生化于 μ，通过

式( 2) 、式( 5) 和式( 6) 将 μ、I、Y 之间建立联系，对

μ 的仿真结果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建立

的特殊形式 μ 取决于 x，见图 7． 由式( 37) 可知 x*

的解析解与 ω 不相关、与 I0 关系复杂． 因此，中央

计划者需做的是能游刃有余的控制 x 的水平和方

向，即迅猛进步之后平稳下降．

图 7 不同 ω 下 x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7． Change pattern of x over t under different ω

3． 4 不同 ε 下的导向性技术创新、社会生产与资

本分配

现 实 中 Cobb-Douglas 生 产 函 数 Y =
μ( A) ( τ) Kα 的 α ＜ 1 是规模经济效应递减的，前

期的绿色增长中 K 能否达到理想的规模取决于 A
可促进的 μ． 因此，中央计划者对导向性技术创新

的正确引导至关重要． 观察长期的稳态下 gY =
0. 005、ω = 0． 100 和其它参数不变时 ε = { 0． 100，

0． 500，0． 900} 对导向性技术创新、社会生产与资

本分配的相关指标的影响进行仿真．
与图 3 和图 4 中 μ 和 ζ 随 t 的变化趋势相似，

不同 ε 下 μ 之间和 ζ 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变化

幅度上( 见图 8 和图 9) ．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

新导向下 μ 和 ζ 显示出“双高”，中性的绿色技术

创新 ε = 0． 500 导向下二者居中，偏于减排的绿色

技术创新导向下二者则是“双低”，可谓是条条路

径均可通往长期的绿色增长，普遍的特征是模拟

至 30 年后不同 ε 下 μ 和 ζ 均呈平稳变化的态势．
不难得到，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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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和 ζ“双高”局面存在气候环境恶化的风险，偏

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形成的 μ 和 ζ“双低”

局面存在增长动力匮乏的风险．

图 8 不同 ε 下 μ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8． Change pattern of μ over t under different ε

图 9 不同 ε 下 ζ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9． Change pattern of ζ over t under different ε

由图 10 可知，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

下的 K 远远大于中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和偏于生

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的 K，而其间的差距随 t

呈加速扩大的态势． 这证实了，长期的稳态下gY =
0． 005 的增长需求使得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

导向下主要的动力要素已完全寄托于 K，需几倍

于其它导向下的 K 才能达到理想的规模，短时性

增长动力匮乏导致 Y 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

化趋势见图 11． 反观图 10 和图 11 中偏于生产的

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致力于 A 的提升，强劲的驱

动作用下更大 μ 仅需少量的 K 即可实现 gY =
0. 005 的增长需求，其平稳增长的态势显示这一

进程中应始终满足“弱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否

则严重的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会导致 Y 下降．

图 10 不同 ε 下 K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10． Change pattern of K over t under different ε

图 11 不同 ε 下 Y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11． Change pattern of Y over t under different ε

因此，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中央

计划者应关注的是如何在高 ζ 下保证 Y 的高增长

不出现气候反馈经济损失; 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

创新导向下中央计划者应关注的是如何保证 K

快速积累至理想的规模或者是快速提升 μ． 需注

意的还有，对于 ε = { 0． 100，0． 500，0． 900} 的不

同导向，长期的绿色增长中不必对 b 和 I 实施针

对性的调控，这一点从式( 35 ) 和式( 36 ) 可知，b*

和 I* 的解析解中不含 ε，中央计划者只需采用 b

逐步提升和 I 逐步下降的方式来调节其水平即可

( 见图 12 和图 13) ． 但是，在已确定的导向性技术

创新下 中 央 计 划 者 可 将 注 意 力 放 于 初 始 值 b0
和 I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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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 ε 下 b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12． Change pattern of b over t under different ε

图 13 不同 ε 下 I 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13． Change pattern of I over t under different ε

3． 5 不同 ω 和 ε 下的人均消费变化率 gC与导向

性技术创新

绿色增长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关于 C 和 L
的效用函数最大化，由于 L 外生化，实际上绿色增

长目标考量的还是 C，长期的稳态关注于 gC ． 观察

长期的稳态下 gY = 0． 005、ε = 0． 500 和其它参数

不变时 ω = { 0． 200，0． 100，0． 050} 对 gC的影响．
由图 14 可知，不同 ω 下 gC 在“均衡性”约束下均

趋向于 gY = 0． 005 的水平，差异主要体现于高 ω
下 gC更大，说明了提高 ω 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

升，特别是 ω = 0． 200 下 gC 在前期的绿色增长中

出现了短时性的增长再下降，而 ω = 0． 100 和 ω =
0． 050 下 gC则直接下降．

图 14 表示 gY = 0． 005、ω = 0． 100 和其它参数

不变时 ε = { 0． 100，0． 500，0． 900} 对 gC的影响，

由图 15 可知，不同 ε 下 gC 变化趋势之间的差异

与不同 ω 下相似，但变化幅度更显著． 容易得到，

ε 是决定 gC水平和方向的重要因素． 不同 ε 下 gC

在未来亦均趋向于 gY = 0． 005 的水平，但偏于生

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可实现更长时间、更高

水平的 gC，而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为

促进 K 快速积累只能靠牺牲 gC的方式来实现．

图 14 不同 ω 下 gC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14． Change pattern of gC over t under different ω

图 15 不同 ε 下 gC随 t 的变化趋势

Fig 15． Change pattern of gC over t under different ε

4 结束语

DICE 模型与绿色增长为探究应对气候变化

的最优路径问题提供了不同见解． 本文通过考察

和量化社会福利、社会生产、资本分配、导向性技

术创新和气候变化 4 个模块上参数、变量及其之

间的确切关系，突破一些高度限制性的基本假设，

建立可体现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

持续性”的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在保持与研究

—07—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8 年 10 月



问题不直接相关的参数和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

了数值仿真，得到的结论主要有: 1 ) 气候反馈经

济损失不容小觑，气候环境恶化引起的气温升高

容易导致长期的绿色增长面临极高的破坏风险．
2) 生产技术创新比资本积累存量对社会生产起

到更强劲的驱动作用，减排技术创新可防止社会

生产资本因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冲突下降; 技术

转化率虽是客观因素，但须承认，高的技术转化率

有利于不同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发挥其各自作

用; 而技术创新水平这一可控因素先升后降的态

势应予以把握． 3) 再度证实了绿色技术创新是实

现长期的绿色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偏于生产的绿

色技术创新引导存在气候环境恶化的风险，偏于

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引导存在增长动力匮乏的风

险，而中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引导会更稳妥; GHG
治理力度逐步提升和技术创新投资力度逐步下降

可有效控制两种增长风险． 4) 人均消费变化率是

绿色增长目标考量的主要指标，高的技术转化率

有利于人均消费变化率的短时性增长，而偏于生

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人均消费变化率的提升

更为显著．
目前，我国和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着应对气候

变化的共同挑战． 在一同推行绿色增长改革的进

程中，我国需要研究设计支撑绿色增长的可行政

策，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绿色”政策． 从着力追求

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基于本文结论，对短期内我

国在绿色增长改革中如何引导导向性技术创新提

出以下政策洞见: 1) 存在不确定性的气候反馈损

失不只是经济的、更是环境的;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

球性、长期性问题，由于环境损害性不分国界，应

重视和加强与经合组织、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

合作来缓解气候变化． 2) 绿色技术创新可促使我

国打破现有资本积累的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其

可很大程度上缓解气候变化; 中性的绿色技术创

新导向下可达到“平衡状态”，若执行这一导向，

应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提高技术转化率和加大技术

创新投资力度的相关政策． 3) 偏于减排的绿色技

术创新引导更像是“绝对绿色增长”，偏于生产的

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更像是“相对绿色增长”; 若选

择“相对绿色增长”这一路径，刺激更多的技术创

新投资是前提性工作，更需关注的是制定和实施

严格的环境政策以加大 GHG 治理力度． 4 ) 偏于

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短期内可实现更长时

间、更高水平的人均消费变化率，证实了这一导向正

是绿色增长改革中关于导向性技术创新的最优选

择，因其正契合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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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direc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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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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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garding the climate feedback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GHG emissions，how to guide the direct-
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ly to achieve long-term green growth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Based on
DICE model，a nonlinear optimal control model，which considers the equilibrium，inclusiveness and sustain-
ability of green growth，is established to reconstruct the endogen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ynamic factors of
direc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limate innovatio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shows that: firstly，the cli-
mate feedback economic losse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secondly，under the guidance of green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stressing production，social production is powerful but there is a risk of environmental degra-
d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ssing emission reduction，climate feedback e-
conomic losses are small but a risk of lack of growth momentum exists． Although，long-term green growth can
be achieved by both directions，neutral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be more stable． Finally，the rate of
per-capita consumption will b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the short term under the first guidance．
Key words: green growth; DICE model; direc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onlinear optim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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